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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情境下冲突议题传播的
“双重结构因素”
　———基于临武瓜农事件的分析

吴晓林　汤明磊

摘　要：新媒体重构了冲突议题的传播系统，使得地方政府的冲突管理行为面临更大挑战。
对临武瓜农事件的个案研究表明，新媒体的介入促使“在地冲突”突破地域边界向网络延伸。
回归到地方政府冲突管理行为和冲突议题架构本身，根据冲突议题传播的内向型解释，我们

发现，冲突事件的特殊性、基层政府冲突管理行为不当，是新媒体空间冲突议题“标签化”、
“情绪化”传播的基本条件。地方政府信息传播与新媒体的“结构张力”、地方政府与新媒体

存在“冲突处置”与“冲突转化”的“议题偏差”，构成地方冲突议题传播的“双重结构性因素”。
关键词：冲突管理；地方政府；新媒体；冲突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伴随着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的大分化，社会冲突容易在各个领域、
各个层面、以不同形式爆发出来。舆论总是能捕捉到刚刚出现的利害问题和重要事件，占据

这些领域的表层意念①。特别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冲突性议题”的传播获得了更便捷、更快

速的渠道。新媒体不但越来越成为民众了解冲突的初始通路，并且容易形成不同于传统舆

论场的意见漩涡。由此，新媒体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冲突议题的传播系统，对传统的冲突管理

过程形成极大挑战。
有研究考察了媒体对冲突议题传播的作用。部分研究关注到“旁观性新闻”（ｂｙｓｔａｎｄ－

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和“倾向附着性新闻”（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的区别②，认为前者更关注

冲突本身，后者更关注冲突相关方，因而往往具有“媒体倾向性的存在”③，某些倾向本身

也暗含冲突。也有学者指出，披露“真相”只是媒体一厢情愿的“错觉”④，因为多元的视角

很难使各方分散的立场集中到一个综合判断⑤，部分媒体存在利用冲突获取同情和支持

的倾向⑥，因而可能会撑大冲突议题传播的空间。有学者考察了网络舆论框架和传统新

闻报道的区别，认为网络意见确实能够在将地方事件转化为全国性议题中发挥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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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影响只是发生在最初阶段①。毫无疑问，新媒体的介入使一些“在地冲突”通过网络帖子延伸

到了网络空间，发生于现实世界的冲突事件往往被互联网助推，从而形成强烈共振②。
另一些研究注意到政府对冲突议题传播的管控。他们认为面对冲突报道，政府会最大限度地进行

新闻审查③，其中“属地化管理”体制能够压缩议题的传播空间④。现实情况是，政府并非对所有冲突议

题都采取“封杀”的态度，这又激发了学者们对“政府管控新闻传播空间收缩度”的兴趣。国外有学者将

“中央政府要用媒体来对地方政府进行制约”视为冲突议题传播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通过“社会的紧

张程度”或“民众的不满程度”⑤来解释政府对议题传播管控的程度。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环

境似乎阻断了任何互联网自由化的潜力⑥，并且观察到政府通过网络监管带来的“言论静音”⑦。国内学

者则论证了冲突议题传播的条件，认为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主要有“报道对象位于权力体系的底端”、“突

破属地管理”和“政府有治理需求”三种机会结构⑧。有研究则基于中国条块间的“权力分散性”⑨总结了

中央政府容忍冲突议题传播的两个条件，一是不会在其他地区引起连锁反应，二是民众的群体性事件是

针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瑏瑠。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意见领袖对冲突议题传播的推动作用，认为意见领袖在政治传播中将影响他人

的倾向瑏瑡。新媒体不断发展，草根的声音得以放大，但真正成倍放大的还是精英话语瑏瑢，意见领袖间的互

动更是具有叠加效应瑏瑣。网络空间网络大Ｖ和意见领袖往往是“信息的传递者甚至是信息的始创者，成
为信息传播的‘母港’”瑏瑤，极大地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瑏瑥，甚至推动热点事件的发展瑏瑦。正是由于这样的

放大效应，给地方政府官员处理事件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瑏瑧。
可以看出，既有的研究大多肯定了新媒体对冲突议题传播的放大作用，也看到中央政府基于监督地

方而产生的冲突议题传播空间。但是，大多数研究结论是基于“中央政府”和“集权制”，甚至意见领袖等

外在影响因素为考察中心的，对于地方政府的冲突管理行为、应对新媒体冲突议题的能力几乎是失察

的。当人们孜孜以求地试图理解潜藏在“冲突议题传播”的外在因素时，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冲突

议题传播”的内在结构。对冲突议题传播而言，冲突本身的性质与管理过程、冲突议题的传播结构本身

是冲突议题传播的内在“规定性”。然而，近年来的诸多研究则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些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地方政府在冲突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无所作为”的，其行为本身是冲突议题传播的

变量。同时，冲突议题传播的参与主体也不尽相同，议题焦点并非单一。那么，冲突议题与冲突事件本

身和地方政府冲突管理行为究竟有何关联？冲突管理方和新媒体在冲突议题传播中究竟如何架构冲突

议题？目前，鲜有文献对此进行综合深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引入

显然，冲突不是静止不变的，冲突管理、冲突议题架构本身可能引发新的舆论空间。为了回答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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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文将引入冲突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莱曼（Ｒｅｉｍａｎｎ）将冲突管理过程划分为冲突处置、冲突化

解和冲突转化三个层次①。常健对这三个层次进行了界定②，即：冲突处置，对公共冲突的直接制止、控

制和平息；冲突化解，将解决冲突视为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理解的过程，将促进双方合作、共同探寻共赢

解决方案的过程；冲突转化是消解冲突根源的层次。本文将依据这种框架，对地方政府冲突管理过程和

冲突议题传播的关系进行详细研究，深入分析冲突议题传播的结构性因素。
本文以颇具代表性的“临武瓜农”事件为例，通过深度访谈、调阅资料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相应研

究。临武瓜农事件的发生及其过程大致如下：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上午１０时左右，邓ＸＸ夫妇在湖南省临

武县解放南路摆摊卖西瓜与城管发生推搡和争执。冲突中，邓ＸＸ倒地身亡。事件发生以后，现场聚集

了大量围观群众。根据洽谈的初步协议，死者家属要在当晚２２时以前将尸体运回，但家属思想出现反

复变化。７月１８日凌晨２时，死者家属和村民找来冰柜存放死者遗体，围在事发现场。据邓家人称，大
约凌晨４时４０分左右，在家属没有任何防备和挑衅的情况下，警方出动数百人，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

人群，从冰柜里抬出死者的遗体，拉至死者所在的村子路口。事件发生以后，随即引爆新媒体空间的舆

论场，围绕临武县政府冲突管理的不同环节引发了新媒体的持续关注，被一些新闻媒体形容为“舆论围

剿”。本起事件成为观察冲突议题传播的典型案例。
为了很好地回应上述问题，研究者深入现场，对临武县政府办、公安局、司法局、县委宣传部等十个

部门以及乡镇领导、村领导、死者家属等超过３０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事发后的一个月内，研究者到事发

现场周边发放调查问卷２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５２份，应用ＳＰＳＳ软件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进

行辅助研究；对临武县应急小组、县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的总结材料进行了调阅。本着对参与者无

害和资料匿名、保密的原则，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作匿名化处理和编码，对临武县的几个政府部门分别以

Ｇ开头，对死者家属以Ｖ１开头，村干部分别以ＣＧ开头，政府内部材料分别以ＧＭ开头。

三、新媒体情境下“临武瓜农”事件的“议题空间”

在新媒体背景下，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传声筒，冲突管理的每一步都会被拿到新媒体上进行

审视。临武瓜农事件处理的不同环节，就在新媒体上形成了三个传播议题的焦点。
（一）冲突起始阶段的“有效疏散”与“网络围观”
在临武瓜农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官方的意图是极力控制冲突升级的因素，将冲突控制在最低程

度。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成立了应急小组开展工作，主要是疏散和控制围观人群、家属。
死者的儿子原本在广东打工，于７月１７日下午赶回临武。邓子人高马大，比较强壮，县政府为了避

免其到现场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在其赶回之初就将其叫到宾馆协商赔偿事宜。死者所在的莲塘村，在

县、市两级党政机关就职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五六人，加上其他公职人员大约十多人，县政府在第一时

间摸清死者的社会关系，并通过这些公职人员对其家属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劝说工作，劝说家属“要理

性，要相信政府，政府一定会秉公执法”。
疏散人群的本意是为了预防冲突升级，事发现场瞬间集中了大量围观群众。县政府主要通过干部

队伍进行劝说和“遣返”的工作。由莲塘村村长带领三位村干部到现场将围观的非家属村民劝回本村，
村支书和妇女主任等则在村规劝村民不要进城，并带领县、镇领导进村入户做死者亲属的工作。此外，
县政府紧急调派事发现场的周边村、镇领导干部到现场领回村民，疏散围观群众。按照县乡干部的说

法，这些行动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在疏散环节上，临武县政府的传统舆论场观点认为，在地反应处

理得有理有节，迅速压制了事件扩大的态势。
我们（对死者亲属）主要是做四方面的工作：第一个还是要相信政府会实事求是地把事情

处理好；第二个要注意稳定，去可以，但是不要煽动那么多人去；第三，到了那里还是要文明，要

·２０１·

①

②

Ｃ．Ｒｅｉｍａｎ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ｅｒｇｈ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ｅｒｇｈｏｆ－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ｎｅｔ．
常健、许尧：《论公共冲突治理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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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不要乱来；第四，尽量做好亲属的工作，配合好，把事情处理好。（ＣＧ１）
到了晚上８点多钟以后，在现场的大概有４０～５０人，基本上都是死者的亲属，其他的无关

的群众基本都回去了。（ＧＮＱ）
然而新媒体舆论场却没有被“有效疏散”，反而产生了“网络围观”。当天１２时４０分左右，百度郴州吧、
临武吧就出现了现场照片；１３时２３分，一条名为“临武文昌路一瓜农被城管执法人员打死”的微博首现

新浪微博，但是并未引起关注；１３时４０分，“＠新民周刊杨江”发布“网传一个城管当街砸死了一个卖西

瓜的农民”信息，迅速引发网络围观，两天内网民评论达到２６４４条，转发６３８９条。当晚，１９时至２０时

之间，以“临武瓜农”为关键词的新浪微博数量达到当天的峰值７５９条（见图１）。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

室的分析，１７日下午１７时３０分后，“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和《新京报》在其网站上，发布相关文章，这两家

媒体的报道在事件初期纷纷被各媒体转载，使得事发首日媒体的报道量快速上升。同时，凤凰视频和新

浪视频在１７日１８时左右由网友上传瓜农死亡视频，视频播放总数超过１７０万次”①。

图１　以“临武瓜农”为关键词的新浪微博条数

（二）强力转移“冲突引爆点”引发爆炸性传播

７月１８日凌晨，县政府和家属在宾馆最后一次达成协议，死者家属准备运尸回家。但是一些围观

群众喊出“不能运走尸体，运走尸体就拿不到赔偿”之类的话语，加上死者家属情绪的反复，达成的协议

并未得到及时执行。因为现场的路灯一度按惯例晚上２３时停息，一些围观的人趁机闹事，把矿泉水和

啤酒瓶子“往人群里砸”。临武官方根据瓮安事件的教训，认为必须运走尸体，以防引起更大的冲突：
这个事情如果不处置及时……（如果不把尸体运走）那就可能闹的比瓮安事件还要大。（ＧＧ）

基于此，在１８日凌晨４时左右，一场动用数百警力的被官方称为“协助运尸”、被舆论称为“暴力抢

尸”的行动发生了，这种“保持高压态势”的行动引发了舆论大爆炸。行动结束之后，百度指数（新闻头

条）从７月１７日的１５１条攀升至１８日的６４４条、１９日的１８９３条，２０日达到峰值２１７６条。新浪微博的

发表数量则在７月１８日攀升至顶峰，从７月１７日的６０９６７条攀升至１８日的７２３４７２条。以“临武抢

尸”为关键词的类微博数量则由７月１７日的７条，陡升至１８日的２４３９０４条，并且连续两天高位运行

（见图２）。一个月以内，以“临武瓜农 打死”为关键词的微博条数达到２０６６１２４条。
《新京报》等媒体发布《湖南警方被指凌晨持械抢尸》的新闻，经过主流网站转载，迅速引起网友对临

武官方的激烈抨击；百度贴吧和部分微博直播“临武抢尸”，受到网民的疯狂转发，“警察抢尸”的视频和

图片被陆续上传和转发。７月１８日５时，“＠记者曹晓波”发布微博记录临武警方运尸经过，截至２４日

２２时，微博被转发评论３３万次。与此同时，“百度百科”中临武县长的简历则被网友修改为“维稳学硕

士”，“抢尸县长”的名号也在网络迅速蹿红。期间“举报临武县委书记儿子被违规提拔的帖子”再度热

传。光明网７月１９日发表的“抢夺瓜农尸体，不仅恶，而且蠢”，在凤凰网转载后发表了１１００条评论。７
月１９日临武县官方网站被黑，有黑客在湖临武县政府网上留言“多行不义必自毙”。网络舆情在冲突兴

奋点———“死者尸体被转移”的情况下，瞬间爆炸蔓延。

·３０１·

①朱明刚：《湖南 临 武 瓜 农 死 亡 事 件 舆 情 分 析》，载 人 民 网，ｈｔｔｐ：／／ｙｕｑ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７２６／ｃ２１０１１８－２２３４０８９２．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０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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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协助运尸”前后的新浪微博数量（搜索时间：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

（三）冲突处置过程中“快速维稳”的网络质疑

临武官方在整个冲突处置环节中从快处理的行为，引发了新媒体的持续关注。

７月１７日下午１６时４９分，临武县政府新闻网发布“临武发生一起意外死亡事件”，声称瓜农“突然

倒地身亡”。政府与死者家属双方展开谈判，给予死者家属赔偿共计８９．７万元人民币。次日凌晨，则出

现警察“强力运尸”的行动。同时，临武县政府免除临武县城管局局长职务，临武县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

罪，对涉事城管实施刑事拘留。７月１９日，“＠瓜农邓正加女儿”微博开通，引起网民关注。但是，“＠瓜

农邓正加女儿”微博于１４时和１６时发布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微博，从绝不接受官方的做法，到感谢政府

的安置。两个小时之内、两条截然不同的微博引发了网民的热议，那条“感谢”的微博一天之内被转发了

３１万次。网民一方面指责瓜农女儿不孝，一方面指责政府操弄网络。尽管临武县政府一再否认操弄微

博，但是无疑已陷入“微博罗生门”，成为众矢之的。
针对官方抛出的“突然倒地不起”的回应和暴力维稳行动，一些民众指责临武县政府“冷血无情”，对

报告的公正性也产生质疑，认为政府在给肇事者开脱刑责。７月１８日，＠头条新闻发布“目击者：湖南

瓜农倒地前曾遭城管持秤砣重击头部”，两天内转发量达到６６４９次，评论４３２５条；＠李承鹏的长微博

“瓜农的中国梦”使得微博平台舆情汹涌，微博平台上网友关注度大幅提升；＠新京报则在晚安帖中推荐

了一首打油诗：《祖国啊！我只是摆了个小摊》，被网民转发４０７３０次；＠中国青年报发布的博文一天内

转发４５５次、评论１３５次。７月１９日，《河南商报》发表《“临武瓜农死亡”事件不能一错再错》，在凤凰网

上有２１３６０人参与评论。＠新华社视点于７月２０日发出“子夜微评”，三天内转发３１９３条；＠南方都市

报“警察高喊‘不让路的就死’”，转发数量８０２６次，＠吴稼祥“人命不能买卖，正义不能交易”，转发数量

５６０９次。７月２２日，＠徐昕“家属被维稳，制度仍未改变”，转发数量８９８８次①。地方政府快速维稳的

每一步行动都遭受了新媒体的广泛质疑。在事发地进行的问卷调查也显示，有超过半数（５５％）的被调

查者明确表示对临武官方的处理措施不满意。

图３　“临武瓜农”议题传播的三个焦点

四、冲突议题何以在新媒体中“快速传播”

地方政府在冲突管理的过程中虽然强制压制了“冲突燃点”，但却无法压制冲突议题的广泛传播。

·４０１·

①以上微博的查询时间均为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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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冲突议题的“标签化”与“情绪化”传播

在当下中国，一系列城管暴力执法事件被曝光之后，城管在社会舆论中的形象几近被“污名化”，几

乎被等同于暴力执法、扰民、欺压弱势群体、腐败等”①，社会公众对城管的评价总体趋于负面。在旷日

持久的“都市游击战”中，与城管博弈的另一方———摊贩群体往往被建构为“讨生活”的“弱势群体”。一

般情况下，公众舆论更容易偏向弱者。“临武瓜农事件”就是以“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为起点，整个事件综

合了“城管、暴力执法和死亡”这些敏感词，足以构成引爆舆论的本源。网民对“瓜农事件”中城管的舆论

抨击，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对城管积怨的“总爆发”。
在瓜农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前，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陕西延安市刚发生了一起“城管暴力执法，跳踩商

户头部”事件，全国范围内对城管的“讨伐”处于持续发酵之中。恰在此时，临武县又发生同类恶性事件，
于是在短时期内再次迅速挑动网民敏感的神经。参与处理此事的临武官员指出事情的敏感性：

一是“死了人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话题敏感”，二是“延安那个事情刚好炒作还没有降温，
然后这里又出了一个事情涉及到城管，并且死了人，可以预料这个事情可能会在媒体上、舆论

上引起极大的炒作。”（ＧＧ）
网民往往是不同意见和多种情绪的持有者，他们虽然未必亲自参与和体验突发事件，但对此类事件

“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②。面对“死亡”“城管”等

标签化词汇，网民可能排斥理性化思考，让片面的认识主导自己的看法，选择有刺激性的新闻点，进而调

动全身心的情感体验。“敏感事件＋情绪化传播”就可能推动舆论极端化，进而影响冲突管理的效果。
调查也表明，事件发生后，主要网络媒体和部分传统媒体在未加调查的情况下，就为临武事件贴上

了“瓜农被秤砣打死”的标签。事件发生后，网易、腾讯、凤凰网虽然以“临武城管被指（疑）当街打死瓜

农”设置新闻专题，虽然有“未经判定”的标示，却加强了“被打死”等标签。《新京报》、新华网和中华网等则

以事实确认的口吻或者报道、或者转发“临武瓜农被城管打死”的信息，强化了突发事件的“标签”。加上现

场围观群众网络上传的现场照，几乎同时强化了冲突源头的“刺激性”，也推动了情绪化网络舆论的爆炸。
（二）地方政府“冲突处置”的道德法治困境

在整个“瓜农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城管与小贩的矛盾是冲突议题传播的普遍背景，政府急就章的快

速维稳行动又使得其本身处于“道德洼地”。新媒体对临武县政府从最初的“遮遮掩掩”和随后的“快速

求稳行为”进行了强劲的“舆论围剿”。
临武县在处理“瓜农事件”上，几乎就是以瓮安事件的处置为参照，将“转移尸体”视为冲突处置、防

止冲突升级的最关键环节。此举虽然转移了冲突升级的引爆点，却引发了整个事件的舆论最高潮。“政
府抢尸”、“暴力抢尸”以铺天盖地之势，直接将临武政府逼入“道德困境”。除此以外，瓜农事件传出后，
先有城管“要打就打死”等暴力语言被曝出，后有官方在新闻通报会声称“没有证据显示瓜农系城管殴打

致死”，引发了网民对政府“冷血”的声讨。
为了快速处置冲突，政府一方面宣布深入调查，一方面“暴力抢尸”；一方面声称走法律程序，一方面

匆匆做出赔偿决定；还一度发生被官方称为“在混乱中可能会发生摩擦”、被网民称为“殴打记者”等一系

列“慌不择路”的行为，被媒体形容为“步步紧跟，一错再错”。
政府为了快速维稳采取的冲突处置行为，在处理涉及生命的事件中，采取的“急就章”的行为与民众

的期待存在不小的鸿沟，政府行为的道德法律困境刺激了冲突议题的传播。
（三）地方政府被动化的信息传播结构

在冲突处置过程中，地方政府既没有有意识地应对新媒体舆论，也无法获得更高层政府管控冲突议

题传播的配合，出现在地冲突处置与新媒体空间的“结构缝隙”。
首先，地方政府缺乏应对新媒体舆论的结构。事件发生后，面对众多赶来的媒体，临武县政府并没

有启动媒体应对机制。这一方面导致媒体的信息源被围观群众、家属以及网络信息所引导，另一方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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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城管执法冲突的社会情境———以〈城管来了〉为文本展开》，载《法学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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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信息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临武既缺乏应对新媒体的经验，又寄希望于高层宣传部门对

信息的管控。按照临武当地官员的想法：
一般情况下，按照宣传纪律和规定，省内的媒体省委宣传部门完全可以控制媒体，郴州市

的媒体市委宣传部门完全可以控制，县里面的县委宣传部也可以控制。（ＣＧ）
但是，临武县政府既无精力顾及媒体反应，也无通过合适管道取得上级宣传部门“管控”省内媒体的意

识，忽视了在第一时间获取更高层级（至少是省内）媒体管控的配合，省外的媒体更是超出了县级政府所

能干预的范围。尤其是，连湖南境内的省级媒体、更高层级的官方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华网、
央视等）都加入了“讨伐”的队伍，其他地方媒体更是“猛炒”新闻点，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集体讨伐临

武官方的“舆论狂欢”，这大大超出了临武县管控“冲突议题传播”的能力。当新媒体舆论铺天盖地指向

“临武城管”和临武县政府时，扭转舆论已经殊难。
其次，政府传统信息传播渠道滞后于新媒体需求。瓜农身亡后，临武县政府以事情敏感、信息不明、

难以定性为由，同时出于规避政治风险的考虑，仍然依靠传统的内部渠道向郴州市、湖南省进行汇报，等
待上级决策。７月１７日，临武县政府虽然在临武新闻网公布相应信息，但是由于该网站影响力太小，并
没有获得其他媒体的关注。直到７月１８日，原定于中午１２时进行的新闻发布会拖到下午１６时才进

行。这实际上归咎于“一级等一级的新闻审定程序”。
关于政府第一时间发布的问题……最终的新闻通气会通稿最终是市里面、省里面反复汇

报，到了现场来的分管领导还不行，还要电话给主要领导，斟酌来斟酌去……原因在哪里，就是

等，县里面等市里面，市里面等省里面，最后省里定调。不断请示汇报，届时就错过了新闻发布

的主要时机。（ＧＧ）

　　在新媒体空间内，“信息传递与现实行动间的时间差急剧缩短，移动媒体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即时沟

通与联络”①，这种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凸显出新媒体“传播多元化、去权威性、即时

性、交互性”的特点。但是，临武县仍然处于一般“新闻发布会”的时代，固守“传播主体的权威”，丧失了

在新媒体空间架构议题传播空间的能力。
现场围观的群众中，除去本就在事发现场的，大多数是被新媒体“动员到”现场的，他们中的相当一

部分又参与了现场信息传播。调查发现，５７．９％的围观者是通过互联网获知该信息并赶到现场的。这

些围观的群众中，发布和转载相关信息的达到５４．３％，他们成了议题传播的第一批人。统计还表明，年

龄与新媒体传播（ｐ＝０．０００＜０．０５）呈现显著相关性。越是年轻人越容易偏好新媒体、利用新媒体传播

信息。可以判断，在新媒体适用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以自媒体为节点的“信息出口”大大突破了地方

政府的控制范围。由此，临武县既无法控制、更无法切断围观者的“直播式信息传播”。同时，县政府又

无法引导新媒体传播、架构议题、传播议题，加上各种非理性、误导性的信息传播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和社

会心理在网络空间的交互作用，新媒体空间发育出“强－弱”冲突的舆论结构，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审

判格局。
（四）在地处置与新媒体传播的“结构性偏差”
临武县面对突发事件的在地反应不可谓不积极，其利用人情关系参与谈判、利用干部队伍进行沟

通、疏散人群，都可圈可点。“协助运尸”的行为尽管备受质疑，但是确实降低了诸如“以尸维权”的“闹大

型”②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地方政府忙于冲突处置环节的“维稳行动”，确实忽视了新媒体舆论场对“冲

突转化”议题的追问，导致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偏差”。
其一，地方政府的焦点在于“冲突处置”过程。地方政府往往更注重冲突处置，很多时候以是否能够

避免冲突升级来判断冲突管理是否有效。故而，在面对冲突时，其行为会表现出明显的“维稳”逻辑，如：
疏散和控制人群以消弭群体聚集效应，快速“高标准”补偿家属确保冲突不升级。临武官方甚至以此肯

定自身的管理行为，认为“较好地吸取了群体性事件的教训，控制了局面，化解了冲突，引导了舆情”，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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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课题组：《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韩志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载《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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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把握关键的时机。针对该事件中出现的多种突发状况，及时平稳死者家属的情绪，减少现场的亲

属、群众人员，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肯定“整个事件得到了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有理有节、快速高效的

处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其二，新媒体舆论审判聚焦于“冲突转化”环节。与官方良好的自我判定不同，新媒体舆论则批评地

方政府在冲突解决过程中的行为，注重从长远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众多媒体和网民仍然拷问临武官方，
谴责警方的暴力行为，呼吁还家属公道；呼唤制度正义、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一些传统媒体借由网络发

布质疑（见表１），呼吁“快速维稳”解决不了固有问题，应当“从机理入手根治”，正义绝不能缺席，这些议

题经由传统媒体借助网络、移动手机等载体，在新媒体空间得到了迅速传播，形成了社会舆论的高地，制
造出一场从根源上寻找解决问题之道的“正能量的洪流”。

表１　各传统媒体对临武瓜农事件的评论

媒体 发布时间 标题 ＆观点摘要
青年时报 ７．１８ 城管亟须解决的是权力边界问题

光明网 ７．１９ 抢夺瓜农尸体，不仅恶，而且蠢

南方都市报 ７．１９ 瓜农之死却以抢尸应急，靠什么求真相

京华时报 ７．１９ 不能用违法办法矫治违法

成都晚报 ７．１９ 强力维稳无异抱薪救火
新华社 ７．２０ “城市管理”绝不等于“城管”

人民日报 ７．２２ 杜绝城管暴力需权责相称

东方早报 ７．２４ 临武矿难式维稳暴露出政府粗放管理模式

　　其他网络大Ｖ的微博也更多聚焦于如何根治此类事件（见表２），实际上直指“冲突转化”这个核心。
由此来看，地方政府基于冲突处置结果的自我判定与新媒体基于冲突转化的“脱节”，实际上使得冲突议

题缺乏共同的焦点，形成互不搭界的“结构性偏差”，继而在地方政府实际的“鸵鸟式”应对策略下，议题

传播被持续发酵。
表２　网络大Ｖ发表的微博

微博ＩＤ 发布时间 发布的主要内容

＠李承鹏 ７．１８ 不是城管殴死了瓜农，杀死瓜农的是西瓜。
＠徐昕 ７．２２ 家属被维稳，制度仍未改变……
＠邓飞 ７．１９ 湖南的耻辱！国家的耻辱！一起喊：不要脸！

＠吴稼祥 ７．２０
【正义不能用 来 交 易】赔 偿 是 必 须 的，但 不 能 代 替 对 杀 人 凶 手 的 惩
罚。人命不能买卖，正义不能交易。

五、研究发现与讨论

新媒体的介入确实重构了传统的冲突议题传播系统，促使原先冲突管理的相对封闭的环境趋于开

放，形成新的冲突议题传播生态。进而，新媒体的舆论场冲破了“冲突当事方－冲突管理方”的主体边

界，将“网民”这个抽象却广泛存在的主体拉入“冲突管理的场域”，撑开了冲突传播的空间。冲突事件的

特殊性、基层政府的法律道德困境，加上地方政府在冲突管理过程中“求快求稳又慌不择路”的行为，很

容易使得基层政府成为网民“道德法律审判”的众矢之的，激发冲突议题的“标签化”传播。
与以往群体事件的议题传播研究不同，本研究主要发掘冲突议题架构本身对于议题传播的影响。

研究发现，处于国家政权“末端”的临武县政府，因为并无引起其他地区连锁反应的可能，倒是可以成为

“国家利用媒体异地监督从而树立中央权威”的模本，由此，难以获得高层对管控舆论的配合，传播机会

得以充分扩大。其典型的例证在于：临武瓜农事件的议题传播，基本上是由高层官方媒体引领和主导

的，由于高层权威媒体对临武官方几乎处于“批判”的立场，反而压缩了“意见领袖”的网络势能。从传播

的时间来看，官方媒体比意见领袖发布冲突议题的时间更早；从传播的内容来看，官方媒体是本次冲突

事件议题的主要提供者；从传播的影响来看，官方媒体在冲突议题传播中的影响力大于意见领袖。由

此，网络意见领袖对于事件性质的判断、议题的架构基本都追随主流舆论，并无特殊的舆论导向传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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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超出权威媒体的影响力。这可能验证国家有意或默认“通过媒体加强对地方的监督”①的理论。

图４　政府冲突管理与新媒体存在的“双重结构因素”

除此以外，本文最重要的发现在于，新媒体背景

下“地方政府与新媒体之间存在结构偏差”、“地方政

府与新媒体存在议题偏差”等“双重结构性因素”（见

图４），是冲突议题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首先，地方

政府的信息传 播 机 制 滞 后 于 新 媒 体 传 播 需 求，力 图

确保信息传播的权威性，信息传播策略还停留于“新

闻发布会时代”，却无法适应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多元

化、即时性、交 互 性 特 性，致 使 传 统 信 息 传 播 与 新 媒

体之间存在“结 构 性 张 力”。其 次，地 方 政 府 聚 焦 于

“冲突处置”环节，并以此作为冲突管理成功的评判标准，新媒体却集中追问预防和根治此类问题的措

施，其议题集中在“冲突转化”环节，二者的议题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偏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一个案例研究。案例具有典型性，也具有代表性。与过往其它冲突性案例的

不同点在于，新媒体成为影响在地冲突管理的一个重要变量。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新媒体的议题传播

工作，地方政府在冲突管理过程中将承受巨大压力。本文无意于从总体上概括出地方政府冲突管理过

程中冲突议题传播的变量关系，但是有志于增强冲突议题传播内部的“关系性整体”认识。据此，在同类

冲突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需要有应对新媒体的新型结构与机制，增强主动架构传播议题的能力；同

时，要放低姿态，不单单止于冲突的在地处置，还要在如何促进冲突转化、寻求冲突转化机制方面下工

夫，以此才能避免与新媒体之间出现“结构性偏差”，降低冲突管理的舆论压力。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ｎｗｕ　Ｍｅｌ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　Ｅｖｅｎｔ
Ｗｕ　Ｘｉａｏｌ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ｎｇ　Ｍｉｎｇｌｅｉ（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ｓ，ｃａｕｓ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ｎｗｕ　ｍｅｌ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　ｅｖ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ｂｒｅａｋ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ｖ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ｗ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ａｇｇｉｎｇ”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ｎｅｒ．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

　●作者地址：吴晓林，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南大学地方治理研究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Ｅｍａｉｌ：ｗｘｌａｂｒｏａｄ＠ｓｉｎａ．ｃｏｍ。

汤明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南开３０００７１。Ｅｍａｉｌ：ｔａｎｇｍｉｎｇｌｅｉ１０００＠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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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倩芳、袁光锋：《“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载《开放时代》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